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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微生物与肠上皮细胞互作关系的研究进展 

林玥莹，王敏奇* 

（浙江大学教育部动物分子营养学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摘  要：肠上皮细胞是动物机体抵抗细菌、病毒等有毒有害物质侵入黏膜下层的第一道屏障，由肠上皮细

胞所介导的肠道微生物-上皮细胞-免疫细胞的互作对于维持肠道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综述了肠道微生

物与肠上皮细胞之间的互作关系及其机制，旨在为益生菌调控动物肠道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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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不仅是动物消化吸收的主要器官，也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肠道稳态依赖于肠腔

中的微生物、肠上皮细胞以及肠道免疫细胞三者的互作。肠道微生物群是肠道微生态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细菌、真菌、病毒等组成，在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以及抵抗病原体入侵等方面

具有重要作用。肠道上皮细胞可以接收来自营养物质、共生细菌及病毒等的相关信号，调节

肠腔中的微生物与固有层免疫细胞之间的互作，从而维持肠道健康[1]。近年来，肠道微生物

与肠上皮细胞之间的互作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大量研究指出，早期肠道微生物定

植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除各微生物群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也会受到饮食、母体及环境

等因素影响，最终形成稳定的微生态区系。同时，肠上皮细胞是肠黏膜物理和化学屏障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其抵御病原微生物入侵时，肠道共生菌可通过 TLRs 信号途径，辅助肠上皮

细胞保持对病原微生物的免疫反应性，共同促进肠道的免疫稳定。除此之外，肠道宿主菌可

以选择性上调肠道消化酶，增加宿主对单糖和短链脂肪酸的吸收，从而促进宿主对能量的摄

取与贮存。因此，本文综述了肠道微生物的定植及影响因素、肠道微生物与肠屏障功能的互

作影响、外源益生菌对肠道宿主菌与肠上皮细胞功能的调控作用等，以期为益生菌调控动物

肠道健康提供理论依据。 

1 肠道微生物早期定植及影响因素 

动物消化道微生物由大量的革兰氏阳性菌组成，以拟杆菌门（Bacteroidetes）、厚壁菌

门（Firmicutes）、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为优势菌群。生态学家马克·维伦德将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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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早期定植分为分散、选择、漂移和多样化 4 种[2]。 

1.1 分散    哺乳动物刚出生时处于无菌状态，暴露于宫外环境是其接触高水平外源微生物

的第一步。出生 8 d 后婴儿的粪便中微生物的分析结果表明，最初的微生物定植主要来源于

母体微生物区系[3]，阴道正常分娩婴儿的微生物区系以在母体阴道中发现的类群为主（乳杆

菌、普雷沃氏菌、纤毛菌），而剖腹产分娩婴儿的肠道菌群则富集于母体皮肤菌群（葡萄球

菌、棒状杆菌和丙酸杆菌）[4]。进一步研究表明，母体与子代之间会存在菌株共享，母体肠

道是子代最初微生物的重要来源[5]。母体幽门螺杆菌、大肠杆菌、类杆菌、拟杆菌和双歧杆

菌可在婴儿的胃肠道中定植[6]。母体肠道微生物在早期通常被传递到婴儿的肠道，因此，母

体微生物的部分共生菌变化会影响婴儿肠道菌群定植过程。研究发现，受不同生理阶段代谢

特点的影响，母猪在妊娠、泌乳和空怀等不同生理阶段具有不同的肠道微生物菌群结构，与

妊娠期微生物菌群结构相比，泌乳期肠道菌群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而空怀期微生物菌群结构

组成则与妊娠期相接近。[7]。 

1.2 选择 兼性厌氧菌是最初定植于仔猪胃肠道的微生物，通常在出生后 24~48 h 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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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后，由葡萄球菌属、肠球菌属和乳杆菌属占据主导地位。这些细菌通

过消耗氧气产生厌氧环境，从而为厌氧细菌提供有利条件[9]。早期研究表明，不同微生物类

群在小鼠肠道环境的定植能力有所差异，从而使其占据不同的肠道生态位[10]。免疫系统和

饮食是影响微生物选择的 2 个主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共生大肠杆菌菌株定植在缺乏 B 细

胞和 T 细胞的 Rag2
-/-小鼠胃肠道中的适应速度比定植在具有完整的适应性免疫系统的小鼠

上更慢[11]。此外，在 2 种基因型小鼠的肠道条件下（NSG 和 C57BL/6J），纤维素芽孢杆菌

和粪样芽孢杆菌有较高适应度的富集，而由于硝酸盐还原或固氮基因的富集导致木糖拟杆菌

的丰度降低[12]。由此可见，免疫系统的成熟伴随着对微生物区系的更多选择。 

1.3 漂移 微生物在肠道的定植是一个涉及大量细菌种类的动态过程。当微生物在动物肠道

中定植后，其生长速度和丰度不仅可以通过选择来决定，还可以通过生态漂移来决定[13]。

抗生素治疗或者腹泻等扰动因素会导致其肠道内低丰度微生物群数量大量减少[14]。例如艾

克曼菌属、瘤胃球菌属在肠道中的丰度很低。这些低丰度肠道微生物群落受到漂移的影响比

选择的影响更大。然而，由于漂移对肠道微生物群组装的影响不明确，因此漂移和选择这 2

个过程难以区分[15]。 

1.4 多样化 微生物具有种群规模大、生长速度快、突变和重组率高等特点，在面临强烈选

择时能够迅速多样化和适应。研究表明，外源微生物与宿主本身体内微生物群之间会存在生

态竞争，宿主的共生微生物群落会影响外源微生物定植，高丰度的微生物群落（如空肠弯曲



杆菌和艰难梭菌等）更易在肠道中定植[16]。  

肠道微生物群的发育受饮食、药物、分娩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17]。婴儿肠道

微生物群的建立受饮食的显著影响[18]。母乳中的乳糖、脂类和蛋白质等成分是婴儿的营养

来源。此外，母乳中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母乳来源的 IgA 通过与微生物抗原结合选

择性地限制肠道免疫系统的激活和微生物的附着[19]，保证黏膜细菌的顺利定植。可见，母

乳既是微生物扩散到肠道的来源，也是子代及其肠道微生物群的营养来源，其主导微生物受

扩散和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乳汁中的微生物含量最高可达 1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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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婴儿出生

后获得乳汁中的微生物，使其从出生前在子宫内 Th2 型为主的免疫应答转变为出生后

Th1/Th2 平衡的免疫应答，从而激活肠道抗炎应答，防止呼吸道疾病和腹泻的发生[21]。 

2 肠上皮屏障对肠道微生物群的调节 

宿主-微生物的相互作用是免疫系统发育的基础。在免疫稳态下，免疫系统耐受有益的

共生细菌，但在组织破坏或其他稳态扰动过程中，耐受性机制被打破，会对这些相同的微生

物群作出反应，引发组织损伤[22]。肠上皮细胞作为一个综合的黏膜上皮屏障系统，可通过

调控肠道内微生物与与宿主免疫细胞稳态，从而维持肠道健康。由肠上皮细胞产生的黏膜表

面屏障分为物理屏障和化学屏障。 

2.1 物理屏障    在小肠和大肠中，宿主防御的第一道防线由黏液层提供。第一类特殊上皮

细胞称为杯状细胞，分泌黏蛋白 2（MUC2）颗粒进入肠尖腔[23]。MUC2 是一种糖蛋白，它

形成由糖类修饰的基质，包括唾液酸和岩藻糖[24]。在大肠中形成一个双层屏障，外层被微

生物定植，内层大多没有微生物，这不仅为微生物创造了物理屏障，同时为微生物定植提供

了碳和其他营养来源[25]。聚合 MUC2 的网状结构不允许微生物轻易侵入结肠上皮。因此，

在缺乏 MUC2 的小鼠中，由于缺乏坚固的内黏液层，细菌能够侵入大肠上皮，导致自发性

结肠炎[26]。黏液层成分的改变也会影响肠道微生物群，微生物信号的先天感知是黏液分泌

所必需的[27]。小肠中的黏液层是不连续的，由第二类特殊上皮细胞-潘氏细胞分泌的抗菌肽

在分离宿主和微生物中起着更大的作用[28]。α-防御素、β-防御素、Reg3-γ 和 HNP-1 等抗菌

肽与某些细菌的膜结合时具有杀菌作用[29]。与 MUC2 分泌相似，抗菌肽分泌需要转录微生

物信号，并且作为一种选择性屏障，保护肠上皮细胞[30]。 

肠道内部黏膜层保持几乎无菌的状态。IgA 和由肠上皮细胞运输或产生的防御素家族等

各种抗菌分子参与调节大肠和小肠中的肠道细菌[31]。B 细胞产生分泌型 IgA（sIgA），具有

微生物抗原特异性，进入肠腔后能中和并排斥上皮细胞中的病原微生物[32]。在结肠炎等炎

症过程中，IgA 涂层增加，如果特定的类群（如分段丝状细菌）定植于更接近上皮细胞的位



点，会增强其靶向性[33]。在肠道中，sIgA 涂层可以靶向细菌，但不激活补体，肠道微生物

与 sIgA 结合后具有定植优势[34]。 

第二道抵御入侵细菌的屏障是肠上皮细胞上的糖萼。糖萼是糖脂或糖蛋白的碳水化合物

部分的网状结构，包括跨膜黏蛋白，如 MUC1、MUC13 和 MUC17
[35]。这些跨膜黏蛋白保

护肠道组织免受肠道细菌病原体的侵害。微生物（如幽门螺杆菌）可以通过岩藻糖基化和唾

液酸化聚糖与 MUC1 结合。此外，MUC1 可限制小鼠幽门螺杆菌的密度和细胞的黏附作用，

保护宿主免受细菌侵害[36]。MUC13 和 MUC1 也可参与细胞对炎症信号的转导。MUC13 和

MUC1 敲除会破坏屏障的完整性，显著增强炎症、细胞侵袭性和细胞-细胞相互作用[44]。此

外，MUC17 水平降低与肠侵袭性大肠杆菌的通透性增加及细菌侵袭增强有关[37]。  

第三道对抗微生物入侵的肠道物理屏障是细胞连接，包括紧密连接、黏附连接和黏附分

子之间的相互连接。紧密连接由 50 多种蛋白组成，分为结构蛋白和功能蛋白，结构蛋白主

要有 claudins、occludins 和连接黏附分子（JAMs）等，它们构成紧密连接的结构骨架；功

能蛋白主要有 ZO-1、ZO-2、ZO-3 等，连接细胞骨架及膜蛋白，传递信号[38]。研究表明，

ZO-1 缺失会使得小鼠肠道通透性增加，导致肠道炎症的发生，表明紧密连接的改变可能是

肠道炎症反应的原因[39]。 

2.2 化学屏障    肠上皮细胞至少包括分泌型和吸收型肠细胞两类。分泌型肠细胞进一步分

为 3 个细胞亚群，即产生黏液的杯状细胞、产生抗菌肽的潘氏细胞和分泌激素的肠内分泌细

胞[40]。 

潘氏细胞含有高浓度的抗菌蛋白，包括 α-防御素、溶菌酶、C 型凝集素和磷脂酶 A2。

潘氏细胞有助于控制小肠腔的微生物密度。潘氏细胞可分泌抗菌肽 α-防御素 5 和 6
[41]。在肠

隐窝中，防御素浓度为 15~100 mg/mL，当细菌抗原（如脂多糖）刺激 Toll 样受体和细胞内

传感器（如 NOD2 和 NLRs）时，可诱导防御素的产生[42]。潘氏细胞可通过髓样分化因子

（MyD88）调节抗菌凝集素 Reg3γ 的产生。肠上皮细胞 MyD88 缺失的老鼠，其抗菌肽分泌

减少，易受细菌感染，从而导致结肠炎的发生。Reg3γ 通过与细胞壁肽聚糖结合，对革兰氏

阳性菌具有杀菌作用，小鼠抗菌凝集素 Reg3γ 丧失使得与小肠上皮的共生空间分离减少，导

致自发性结肠炎[43]。 

Reg3 家族蛋白主要是由潘氏细胞产生的 C 型凝集素。通过与肽聚糖结合，形成膜穿透

孔，对革兰氏阳性细菌表现出杀菌活性[44]。Reg3γ 通过抑制革兰氏阳性细菌，在小肠肠道细

菌和肠上皮细胞的空间分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肠道微生物可通过 TLR/MyD88

途径和 ILC3 细胞释放的 IL22 促进 Reg3gγ 的表达[45]。 



3 肠道微生物对肠上皮细胞功能的影响 

3.1 消化功能    肠道微生物中的益生菌可刺激宿主消化道内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等多

种消化酶的产生并提高其活性，有利于植物性碳水化合物和饲料中复杂物质的降解，进而促

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有研究表明，饲喂含 12%复合益生菌的发酵饲粮可提高断奶仔猪

胰脏和十二指肠内容物脂肪酶、胰蛋白酶和淀粉酶的活性及空肠和回肠黏膜乳糖酶和麦芽糖

酶的活性[46]。德氏乳杆菌可提高仔猪胰蛋白酶和胰脂肪酶活性，并能在转录水平调节胰腺

消化酶基因的表达[47]。研究发现益生菌发酵豆粕提高了断奶仔猪空肠和回肠内的淀粉酶活

性及空肠内麦芽糖酶、乳糖酶和蔗糖酶的活性[48]。肠道消化酶活性提高可促进肠上皮对单

糖和小肽的吸收，并可通过提高转运载体的表达促进营养物质的转运，进而提升营养物质的

吸收水平[49]。 

3.2 吸收功能    单糖是所有动物必需的养分和关键的供能物质，由食物经消化酶作用产生

的营养物质转化而成。钠依赖性葡萄糖转运蛋白（SGLT-1）是胃肠道重要的葡萄糖转运分

子[50]，主要表达于小肠黏膜上皮的刷状緣，在肠道吸收葡萄糖和半乳糖的过程中发挥重要

作用[51]。SGLT-1 的主要功能是以 2∶1 的比率协同转运钠离子和葡萄糖，主要负责调控介

导肠腔内葡萄糖在消化道的吸收[52]。单糖由特定转运子进行转运，如溶质载体家族中的葡

萄糖转运蛋白 2（GLUT-2）可将单糖转运到肠基膜，供肠细胞吸收[53]。研究表明，益生菌

通过调控小肠 SGLT-1 和 GLUT-2 的表达调控小鼠体内葡萄糖的摄取[54]。此外，复合益生菌

固态发酵豆粕可显著提高空肠绒毛高度和十二指肠的绒隐窝比，十二指肠和空肠 SGLT1 

mRNA 相对表达量升高，上调回肠中小肽转运载体 1（PepT1）、水通道蛋白 1（AQP1） mRNA

相对表达量[55]。 

3.3 免疫功能   肠道微生物主要是通过 Toll 样受体介导的抗感染反应、黏附定植、影响免

疫球蛋白和免疫细胞等对免疫系统发挥作用[56]。母乳喂养的新生儿肠道优势菌群为双歧杆

菌和乳酸杆菌。研究表明，嗜酸乳杆菌通过黏附在肠上皮细胞上，在肠细胞表面形成一层生

物屏障，可以减少大肠杆菌对肠上皮细胞的黏附作用，调节肠道紧密连接，增强屏障功能[57]。

此外，给小白鼠灌喂瑞士乳酸杆菌后发现，小肠中 sIg A 浆细胞的量有所增加，说明乳酸杆

菌可增强肠道淋巴细胞活性，使 Ig A 分泌量逐渐增加，从而发挥免疫保护作用，增强机体

免疫功能[58]。细胞因子产生于天然免疫和特异性免疫的效应阶段，介导免疫应答、炎症反

应并实施有效的调节。研究发现，活的罗伊氏乳杆菌、嗜酸乳杆菌、唾液乳杆菌、保加利亚

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能抑制促炎因子（TNF-α 和 LPS）诱导的肠上皮细胞表达或分泌促炎细



胞因子 IL-8 或者 IFN-γ、TNF-α、IL-1β 和 IL-23，并阻止大肠杆菌诱导的 IL-10 下调，从而

限制上皮细胞的促炎应答，促进免疫平衡的恢复[59]。 

4 结  语 

肠道内栖息着超过 40 万亿个微生物，它们与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肠道微生态系统。肠

道微生物群是影响宿主免疫系统的重要因素，细菌通过进化以适应在肠道极端条件下生存，

绝大多数肠道细菌对宿主是有益的。肠道微生物群的紊乱与炎症性肠病（IBD）等免疫学疾

病有关。因此，肠道免疫与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既有利于健康的微生物群落，又有利于宿

主的个体健康。从微生物早期定植过程来看，肠道微生物群落不断变化并逐渐趋于成熟，适

应良好的微生物能影响适应较差的微生物在肠道的定植顺序。尽管不适应的菌株能够迅速多

样化并发挥优先效应，但只有当它们较早到达并利用该生态位中的资源时，才会发生这种情

况。早期肠道免疫发育高度依赖于肠道微生物菌群，肠道微生物能促进调节性 T 细胞的发

育，促进杯状细胞产生黏液，以加强黏膜屏障。同时，肠道微生物能通过黏附作用在肠上皮

细胞上形成生物屏障，增强肠上皮的紧密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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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behave the first barrier of intestinal bacteria, viruses and other 

toxic and harmful substances invasion into the submucosa of animals. The interactions among 

microbiota and epithelial cells and immune cells mediated by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play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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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biota and 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with the aim to prov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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